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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漫長的中國文學史上，一直以來，小說就是被視為「小道」、「稗官野史」的一

種文學體裁，到了晚明時期，才漸有文人如李贄、袁宏道等人的大力提倡，而古典小說

的評論也藉由「評點」、「筆記」、「序跋」等型式呈現出來，雖然只有零星對小說的

評論記載，卻是彌足珍貴的研究古典小說評論之重要依據。 

但「小說」這一文體，依然沒有鮮明的理論架構。直至晚清，隨著當時欲救亡圖存

的時勢，以梁啟超為代表的「小說界革命」，強調「小說為國民之魂」，正使得「小說」

躍為中國文學地位中最為重要的文體，「小說」如何在大時代背景下扭轉它的地位？這

當然要牽涉到梁啟超的小說口號如何提倡，其理論取向為何的問題上。本文將從歸納梁

啟超的「小說理論」相關篇章，並整理其特色開始談起。順此，我們不只是從歷史背景

的觀點來看梁啟超的「小說界革命」，也從當時文壇「眾聲喧嘩」的參與小說理論的評

論者中，一一地探討個別對「小說」文體的不同詮解及特殊想法。他們也許自身是小說

的創作者，如吳趼人、梁啟超；也許只是小說的評論者，如黃摩西、俠人、夏曾佑，但

透過一番的梳理與探討後，我們得以瞭解其理論與實際的落差，使用「俗」或「雅」之

語言的衝突，小說實用功能的提倡與小說本質、美學理念的矛盾等等。因此，循著梁氏

與時人的對話，再探討其實踐小說理論所產生的困境與突破，及圍繞著「新小說」的定

位。 

然而，這種種不協調的「小說」評論與實踐活動，事實上，並不會阻礙其在近代文

學史上的地位，而是更突顯出其在從「古典小說」轉型為「新小說」的重要過渡階段，

是傳統邁向現代一項重大的小說啟蒙運動。 

關鍵字：梁啟超、小說界革命、小說理論、晚清、實踐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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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關於中國傳統小說批評理論，並沒有明顯的理論架構成型，但是如果說整個中國傳統小

說批評研究完全呈現空白，那也失之偏頗了。中國古典小說的藝術成就、技巧探析、獨特的

鑑賞美學角度
1
，是反映中國民族文化的傳統美感心理及欣賞習慣，當然這也許要牽涉到中國

人的整體社會文化背景、在歷史洪流中的層層積澱、思維方式的特重心靈抒情層面等等原

因，但是隨著滿清政府的步向衰頹之路，及西方列強的伺機侵略，不管是政治、經濟、軍事、

文化等方面，中國人第一次感受到如此強烈的憂患意識，來自各方巨大如潮水般的衝擊，讓

許多有志之士真正意識到所謂的「改革」問題。在完全不一樣的生活文明裡，及兩種截然不

同的文化思維模式之下的碰撞，造成整個中國民族重新檢視自己「傳統」的諸多問題。因此，

站在傳統的基石上，期望能為它爬梳出一些理路與意義，對小說亦是如此。 

中國古典小說曾經有過輝煌的時代發展，也就是說：大致從明代通俗話本小說以後，即

有明顯的量與質的成長。但是由於整個文學風氣總是重在教化、有助政治社會安定的功能底

下，儒家式的注重人文精神、端風氣、染乎世情之上，及一種作為反映社會現實之外的純粹

小說本質的探討，卻一直無法有較為精準、完整、有系統的理論性批評架構。即使自晚明以

後，李贄、金聖嘆評點《水滸傳》、毛宗崗評《三國演義》、脂硯齋評《紅樓夢》等，已初

步具開創出小說評論的新局面，但在強大詩歌、古文的主流系統下的「小說」型式，依然是

站在道聽塗說、小道與末流的邊緣位置，「小說」之文體，姑且只是提供個人的閱讀樂趣，

抑或只是史學的旁支
2
，附載著史書的軼文瑣事，這樣曖昧不明的地位，直到晚清，以梁啟超

為代表的「小說界革命」
3
，才真正的再被提出來討論，但這一點燃的戰火，一發就不可收拾，

延續跨越了十九世紀末到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壇。 

關於「小說界革命」的產生背景，可以詳見相關文學史或文學批評史之著作，本文並不

另闢章節來說明，而把焦點集中在梁啟超相關「小說理論」提出的論點之上，且梁氏既然是

「小說界革命」首要的主角人物，那麼其提倡的動機背景，自然會在探討梁氏的小說理論內

容中呈現。此外，撰寫內容與梁氏的「小說界革命」相關的重要文章，有如黃錦珠《晚清時

期小說觀念之轉變》一書中，提及了由於晚清整體面對內憂外患的國家動盪，改變了社會與

人民的生活型態，在思考如何救亡圖存之際，「小說」成了知識份子們首選之文學救國工具，

除了使小說理論蓬勃發展之外，也大大地提高了小說在傳統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至於對「小

                                                       
1
 關於中國古代舊有的小說評論，大致可規納出的形式是「筆記」、「序跋」、「評點」等三種。詳細內容可見康來新著，《晚

清小說理論研究》〈守成篇〉，台北；大安出版社，民 79 年 8 月(二版)。 
2
 中國自古以來就設有「史官」，「史」的位置終是「正位」，相對於小說而言，它只不過是「稗官」，寫的是「街談巷議」

的故事。如果從「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漢書‧藝文志)的概念來看，我們可以推論「右史記事」所發展的敘事文學中，也是

衍生「小說」這一支派的源頭之一，「與西方國家不同，中國的小說擺脫不開歷史的控制，甚至可以說是依附於歷史，寄身在

歷史的屋簷下。」見夏曉虹著，《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 5 月(二版)，頁 61。 
3
 關於「小說界革命」一詞的介紹，可參見本文第二節「梁啟超小說理論之取向」及註 4，一開始有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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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界革命」中，特別對其小說理論內部的探討，可見康來新的《晚清小說理論研究》一書中，

除了肯定梁啟超論小說的教化功能之外，也針對小說運用的移情作用及心理學分析等技巧作

一番詮解，對於想認識「新小說」的讀者而言，是很有助益的。但如果還想再專就小說本質

中的外在型式技巧更深入探討的話，則要看陳平原所著的《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一書，

其內容不僅提及了梁氏的小說理論，也把其惟一的小說創作──〈新中國未來記〉作一敘事

時間的探究。另外，夏曉虹的《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一書中，以傳記人物筆

法來書寫梁氏一生與文學的關係，可以讓人對於他發起「小說界革命」、「詩界革命」等文

學革命的背後動機，及其處世哲學、前後期文章風格之轉變，有著更為完整且清晰的概念。 

基本上，中外學者幾乎對梁啟超「小說界革命」在近代文學史上的成就，持正面的肯定

態度。但圍繞著「小說」救國的功能取向中，我們是否還能發現其在近代中國文學史上特殊

的定位及意義？並順著當時文壇一片眾聲喧嘩的小說理論，我們看到了理論與實踐的落差，

使用「俗」或「雅」的語言衝突，小說實用功能與美學理念的矛盾等等，因此，本文將對梁

啟超的相關小說理論篇章先作一番整理與闡釋的工作，再透過同時代不同言論的對話，運用

文學批評的模式，歸納出梁氏小說理論的特色，並從中探討其小說理論實踐之意義，凸顯傳

統到現代的小說理論與價值觀之轉變，最後，總結其在中國小說史上的地位，期望給予後學

承先啟後的參考。 

此外，本文也嘗試運用「後設」的角度來思考當時的文學理論，但畢竟個人累積知識不

足，對於前人的研究僅能作一番填補的工作，無法有太多的創新，是本篇的最大侷限。 

二、梁啟超小說理論之取向   

    「小說界革命」的口號正式題出，源自於梁啟超於 1902 年 10 月，在橫濱創辦《新小說》

的刊物中，寫了一篇〈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的發刊辭
4
。該文開頭就提出了小說的重要性：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

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

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
5
 

                                                       
4
 按「小說界革命」口號的首度出現，可見梁啟超著，〈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中言，「故今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

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原載《新小說》第一卷第一期，收錄於阿英編，《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一版)，
台北：新文豐，民 78 年 4 月，頁 19。另外，在陳平原著，《小說史：理論與實踐》的第四篇〈二十世紀中國小說〉標號 17.
〈清末明初小說理論〉中，也提供了「小說界革命」的產生背景與發展概況，見氏著，《小說史：理論與實踐》，台北，淑馨

出版社，1998 年 10 月(初版)，頁 243-259。又見陳平原著，《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清末明初小說研究》一書中，在第一章〈新

小說的誕生〉裡，也有針對「小說界革命」與「新小說」的密切關係，提供了源流、形成、發展及地位的介紹。見氏著，《中

國現代小說的起點─清末明初小說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 9 月(一版)，頁 1-23。 
5
 梁啟超著，〈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原載《新小說》第一卷第一期，收錄於阿英編，《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

(一版)，台北：新文豐，民 78 年 4 月，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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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氏重新為「小說」文體定位，提出小說有不可思議之支配人道的力量，並把重要性全

歸納於其顯著的「教化」功能，謂「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也。」
6
他一反傳統視小說為小道或

附屬的地位，直接把它提至文學的最高地位，也因應「以文救國」的改良方針，這在當時是

具有登高一呼而萬眾跟隨的力量。這樣的把小說地位、價值重新評估，固然有其一定的意義，

但是過分的強調小說的社會教化功能，反而又容易失其真實文體本身的面貌，小說果真有如

此巨大的影響教化之功能嗎？梁氏謂「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

自新小說始。
7
」似乎小說才是救中國當時危急的最佳利器，這般的認定小說為中國改革之根

本，除了配合梁氏本人及其師康有為等人的政治上的維新運動，另一方面也跟他們鑑於前幾

次的專就軍事、經濟等物質上的改革運動失敗結果，另在文化上專下功夫有關。但「中國群

治腐敗之總根源」在那裡？不光只是小說就足夠使中國衰弱不振，而且中國的衰弱不振也不

是一朝促成的，俠人
8
就曾質疑謂： 

小說者，今社會之見本也。無論何種小說，其思想總不能出當時社會之範圍。此殆

形之於模，影之於物矣。……豈今人之思想，遂可以為善惡是非之繩墨乎？遂可為

世界進步之極軌乎？毋亦以作者為今人已耳。…….今之痛祖國社會之腐敗者，每歸

罪於吾國無佳小說，其果今之惡社會為劣小說之果乎？抑劣社會為惡小說之因乎？
9
 

按俠人所說「小說」是寫實的文本，是反映了當今社會的實際現況之作，小說家所撰寫

的內容，並不足為評斷社會風俗善惡之唯一標準；更何況現存的小說，也不一定是現代小說

家所撰。但到底是先有惡小說，抑先有惡社會？曼殊(梁啟勛)也說：「欲覘一國之風俗及國

民之程度，與夫社會風潮之所趨，莫雄於小說。蓋小說者，乃民族之最精確，最公平之調查

錄也。」
10
曼殊的言論可以補充俠人的說法，這說明了小說與社會的問題並不在於比較兩者

的先後關係之上，而是一種相互影響產生的現象，「小說」的確可以如實的呈現一國之種種

社會文化等狀態，不過，當小說視為一種現實生活底下的描繪，過度了強調小說寫實的功能

性，並不能呈顯出文學中身為小說文體的其它本質，即使小說像歷史一樣的記錄，也充其量

是「寫在羊皮紙上的歷史」
11
，因為小說的型式畢竟與史實、記載事物不同，它自有其特殊

                                                       
6
 同註 5，頁 15。 

7
 同註 5，頁 19。 

8
 按︰俠人乃是出現於《新小說》中〈小說叢話〉中的其中一位小說評論者，他對傳統中國小說與西洋小說的異同及特長，頗

有創新的見解。如提及西洋小說的特色，即是「科學小說」，且對於西方科學小說也作了一番評價。本文係多處引用他的言

論，詳見同註 5，頁 324-333。 
9
 這是在 1903-1904 年間，刊登在《新小說》中〈小說叢話〉，錄自同註 5，頁 332-3。 

10
 同註 5，頁 333。 

11
 這概念源自徐淑卿女士謂：「每一個具有歷史意識的作者，筆端都纏繞著過去故事的鬼魂，這個鬼魂激發作者一次一次的描

摹它們，不但在羊皮紙上留下新舊雜沓的身影，也留給後來者無盡的再詮釋的權利。」載自《中國時報》開卷版，民 85 年 12
月 3 日。按︰「因羊皮紙上的文字可以擦去再寫，這個詞可以引申指歷史的虛構性；由於新的文字與舊的痕跡疊合在一塊，有

可指一種多層次的歷史文化積澱。」原文摘自克里斯蒂娜‧布魯克─羅斯(Christine Brooke—Rose)著，〈寫在羊皮紙上的歷史〉，

收錄於柯里尼編，王宇根譯，《詮釋與過度詮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 年，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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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技巧與書寫美學，這也就牽涉到小說如何才能吸引大眾？而其類型是一種感同身受與之

共處大時代環境的寫實作品呢？抑只是一種純乎享受、滿足讀者好奇心之娛樂性作品？或是

具有遠大的理想主義作品？如果照當時以「文學救國」的實用理念來看，以上敘說的這三者

小說類型皆可以成立，但前提是這必賴以小說家發揮其「改造人心」之能力。 

事實上，梁啟超的小說理論總不離開其救國、化民的理念，至於對於小說類型之提倡，

只見在其〈中國惟一之文學報《新小說》〉中提及，依次分為歷史、政治、哲理科學、軍事、

冒險、偵探、寫情等等小說
12
，林林總總，梁氏針對不同題材或主題的「新小說」分類，其

定義往往容易陷於重疊而紛亂的局面，但畢竟提供了「新小說」不同的創作路徑與學習模仿

對象。但如果以配合宣傳教化功能的小說的類型來看的話，他尤鍾於「政治小說」。在比起

〈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更早提出的有關小說理論的專篇文章，是梁啟超發表於其自辦的《清

議報》創刊號上，是名為〈譯印政治小說序〉(1898 年 12 月)，其中就有明確提出「政治小

說」對當時國家變革的功用： 

政治小說之體，自泰西人始也。……在昔歐洲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志士，

往往以其身之所經歷，及胸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于小說。於是彼中綴學之子，

黌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儈、而農氓、而工匠、而車夫馬卒、而婦女、

而童儒，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書出，而全國議論為之一變。彼美、英、德、法、

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說為

國民之魂，豈不然哉？
13

 

這段文字乍看來令人驚嘆於小說的對政治、甚而對整個國家社會的影響力之大，但是卻

也不禁令人懷疑其真實性的存在到底有多少？如果我們再從文中敘述脈絡來看，是那些「魁

儒碩學，仁人志士」寫了足以改變全國人民思想的「政治小說」？他們是如何使「全國議論

為之一變」的？且如何說明「政治小說」是最高及影響一國風氣為之轉移的存在因子？梁氏

的此段內容如果再追究下去可以發現它充滿浮誇與漏洞百出
14
，黃摩西於 1907 年《小說林》

〈發刊辭〉中也提出︰「則雖謂吾國異日政界、學界、教育界、實業界之文明即今日小說界

之文明，亦無不可也。雖然，有一蔽焉，則以昔之視小說也太輕，而今之視小說又太重也。」
15
黃摩西事實上是針對當時學界太過重視小說功能性的弊病有感而發，「小說」的功能果真

                                                       
12

 見梁啟超著，《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一文，原載《新民叢報》第十四號(1902 年)，收錄於陳平原、夏曉虹編，《二

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1897~1916 年)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年 3 月(一版)，頁 41-7。 
13

 梁啟超著，摘自《梁啟超全集》第一卷〈變法通議〉中的〈譯印政治小說序〉，北京出版社，1999 年 7 月，頁 172。 
14

 平心而論，梁啟超在「小說界革命」中的理論主張大致沒有遇上特別大的阻礙，主要原因還是時勢所趨，「經世化民」的口

號簡而易懂，中國傳統以來也諸多這般的「載道」文學理念，但這時期的小說理論卻是「既豐富又貧瘠」的。「說它“豐富”，
是因為提出了許多有意義的新命題；說它“貧瘠”，是因為這些新命題大都沒能很好展開論證，只是停留在直觀感受和常識表

述階段。」見陳平原著，《小說史：理論與實踐》的第四篇〈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年 3 月(第一版)，
頁 228。又見陳平原著，《小說史：理論與實踐》的第四篇〈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台北，淑馨出版社，1998 年 10 月(初版)，
頁 244。 
15

 同註 5，黃摩西著，頁 159。原載於《小說林》〈發刊辭〉(19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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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奏效，那跟「憲章」、「符咒」有何差別？那麼，該如何正視小說呢？黃氏強調，應「一

考小說之實質。」
16
即是能注意到小說本身的寫作技巧及美感經驗，而非一味地強調「稟立

誠明善之宗旨」
17
，否則，只不過像一篇講義或格言而已，有什麼區別呢？黃氏能在一片小

說「教化」實用功能的聲浪中，獨排眾議，希望小說回歸小說的本質，並提出重視小說技巧

與美學的部份，實難能可貴。 

事實上，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中，梁啟超也有為較偏重心理分析、美學角度

探究小說理論的部份，例如提出了人類嗜讀小說的心理因素為何？小說何以對群眾有如此巨

大的感染力？梁氏在此說明了小說易為人類來閱讀，並非「淺而易解」、「樂而多趣」而已，

也不只是「其最受歡迎者，則必其可驚可愕可悲可感，讀之而生出無量噩夢，抹出無量眼淚

者也。」
18
這裡梁氏提出的問題是：人為什麼喜歡閱讀「小說」？人性應是為追求快樂來閱

讀小說的，何以又偏偏喜好悲劇成份的小說而自尋苦惱
19
？再深究下去，他提出兩個根本原

因： 

(一)小說在描述「現境界」之外，還有「他境界」的創造   

      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現境界而自滿足者也。而此蠢蠢軀殼，其所能觸能受之境界，又

頑狹短局而至有限也。故常欲其直接以觸之受之外，而間接有所觸有所受，所謂身外

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此等識想，不獨利根眾生有之，即鈍根眾生亦有焉。……小

說者，常導人遊於他境界，而變幻其常觸常受之空氣者也。
20

                           

此段話中，梁啟超已提到小說除了具實描述之實景外，還可以開創另一個理想世界或想

像的園地，這是鮮少在傳統的小說理論中，提出並針對小說虛構成份的特點。在此之中，作

者可以自我主導內容，帶領著讀者穿越在虛實交雜錯縱的情境裡，像梁氏的代表作〈新中國

未來記〉，就是他本身對國家民族寄寓所託的一篇「政治小說」。觀其篇章架構，雖依然是

沿襲著舊有的傳統章回小說之寫作章法，而在其前言中也有提及此小說的結構凌亂、發言矛

盾、連篇累牘等缺失，但本篇在擴大題材及預知未來的「倒敘」敘述方式，對於中國「新小

說」的敘事模式轉換是具有嶄新指標的。 

(二)小說具有「於我心有戚戚焉」的感動人心之力 

人之恆情，於其所懷抱之想像，所經閱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習矣不察者，無

論為哀、為樂、為怨、為怒、為戀、為駭、為憂、為慚、長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然。

欲描寫其情狀，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宜，筆不能自傳。有人焉，和盤托出，澈

                                                       
16

 同註 5，頁 160。 
17

 同註 5，「小說者，文學之傾於美的方面之一種也。……一小說也，而號於人曰，吾不屑屑為美，一秉立誠明善之宗旨，則

不過一無價值之講義，不規則之格言而已，恐閱者不免如聽古樂，即作者亦未能歌舞其筆墨也。名相推崇，而實取厭薄。」頁

160。 
18

 同註 5，頁 15。 
19

 同註 5，「夫使以欲樂故而嗜此也。而何為偏取此反比例之物而自苦也？」頁 15。 
20

 同註 5，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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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而發露之則拍案叫絕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謂「夫子言之，於我

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為甚。
21

 

在這段話中，梁氏運用了心學理上的「移情作用」，作家能依自我的經驗，創造一種情

境，帶給讀者一種普遍性共鳴之力量，讓人產生淨化心靈的共振經驗，也能撫慰精神靈魂的

悲傷，或是同感驚愕中的震撼。同時，歸結梁氏對小說的企圖心，我們也可很清楚看出他運

用小說感動人心之力，來傳達出「改良群治」的最大功能。 

針對上述的主張，梁啟超還進一步探討小說「支配人道的力量」，曰「四力」，即「薰」、

「浸」、「刺」、「提」。「薰也者，如入雲煙中而為其所烘，如近墨朱處而為其所染……，

人之讀一小說也，不知不覺之間，而眼識為之迷漾，而腦筋為之搖颺，而神經為之營注；……」
22
這是說明進入小說情境的漸進方式，但就「薰以空間言」，則「浸以時間言」，那麼，「浸」

之越久，受之感染力則越深，「浸也者，入而與之俱化者也。人之讀一小說也，往往既終卷

後數日或數旬而終不能釋然，讀紅樓竟者，必有餘戀有餘悲，……」
23
讀紅樓能有餘戀餘悲，

正是「浸」之展現的功能。而「刺」與「薰」、「浸」又不同，「刺也者，刺激之義也。薰

浸之力利用漸，刺之力利用頓。薰浸之力，在使感受者不覺；刺之力，在使感受者驟覺。刺

也者，能入於一剎那頃忽起異感，而不能自制者也。」
24
按「刺」之意如同「頓悟」，其實

就是一種突如其來強而有力的刺激，引發讀者震撼或是驚奇的心理反應；而「提」，說明了

讀者要運用想像力，「凡讀小說者，必常自若化其身焉。入於書中，而為其書之主人翁。讀

《野叟曝言》者，必自擬文素臣；讀《石頭記》者，必自擬賈寶玉；讀《花月痕》者，必自

擬韓荷生若韋癡珠；……夫既化其身以入書中矣，則當其讀此書時，此身已非我有，截然去

此界以入於彼界……」
25
這其實是在閱讀者與創作者的溝通上搭起的雙軌互動反應，讀者因

沉浸於小說內容中，而不由得達到渾然忘我的存在，還自比賈寶玉、韓荷生等主角，將自我

投射於故事中的某一情境，與小說人物共命運，喜怒哀樂、悲歡離合等的情緒一一與讀者的

切身經驗相交感，互相滲透，這也等同於俠人在敘述中國小說的優點之一，謂：「吾謂小說

具有一最大神力，曰迷。讀之使人化身入其中，悲愉喜樂，則書中人之悲愉喜樂也，……」
26
「迷」，足以使人廢寢忘食，為之傾倒，這是偏重小說滲入讀者內在心理活動，並進一步

改變其外在行為而言。因此，前三者是針對小說讀者一般感應而作的一番心理分析，後「提」

則是比較細微的對讀者閱讀小說後所產生的薰陶作用作一說明。 

綜之，梁啟超所舉的四種力，提出了讀者在閱讀小說中產生情感的心理描述，是提倡小

說實用功能之外，較為具有理論成份的論點，小說既然有「移風易俗」之作用，它必然有轉

                                                       
21

 同註 5，頁 15。 
22

 同註 5，頁 16。 
23

 同註 5，頁 16。 
24

 同註 5，頁 16。 
25

 同註 5，頁 17。 
26

 同註 5，頁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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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其情之能力，也就是針對小說對讀者的影響、感染力而言，這成為梁氏「四力」所要表達

的主軸，但值得探討的是：這樣描述讀者的反應及心理分析，小說的本質還是無法全面開展，

因為小說自有它內部發展型式的客觀規律，「四力」如果放在中國文學其它的文體中，是否

也有與此等同的感染力量？就創作論部份而言，小說獨有的創作特點在那？小說與創作者自

身的經歷是否有必然關係？小說是表現自我嗎？抑只是反映現實？……諸多的問題，梁氏也

許可以發展下去，只是時代的重心，使他始終不忘小說對國家社會的巨大感染力，一種做為

改良國民心智的最佳工具。 

事實上，基於對小說這一文學型式作為接連政治改革與教化大眾思想的實用功能，也只

能凸顯出小說從傳統走向現代，不為被重視的小道傳聞到真正的、卻又是片面的正視它的價

值而已，小說的全面性面向還是有待開展的。 

三、梁啟超小說理論實踐意義及其定位 

如果我們仔細觀察梁啟超相關小說理論的篇章，就不難發現梁氏的文筆帶有很強烈的宣

揚色彩，而一群有志之士也加入討論的行列，形成一股思潮，在互相對話與論述之中，即可

見其小說理論與實踐轉變的軌跡，因此，以下我們再針對梁氏與時人的對話，探討其實踐小

說理論所產生的困境與突破，及圍繞著「新小說」的定位。 

先觀以下梁啟超兩篇具代表性的文論，我們可以看出梁氏不可避免地深受傳統主流意識

對小說觀點的影響，其輕視小說的程度並不亞於傳統對小說之評價，在〈譯印政治小說序〉

中，他說： 

中土小說，雖列之於九流，然自虞初以來，佳制蓋鮮，述英雄則規劃水滸，道男女

則步武紅樓，綜其大較，不出誨盜誨淫兩端。陳陳相因，塗塗遞附，故大方之家，

每不屑道焉。
27

       

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他又說： 

則小說之在一群也，既已如空氣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而日日相與呼

吸之餐嚼之矣。於此其空氣而茍含有穢質也，其菽粟而茍含有毒性也，則其人之食

息於此間者，必憔悴、必萎病、必慘死、必墮落，此不待蓍龜而決也。……吾中國

人江湖盜賊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

也。……蓋百數十種小說之力直接間接以毒人，如此其甚也。
28

                         

古典小說在梁啟超的認知中是充滿「毒」素的，是江湖盜賊思想及迷信的來源，因為古

典小說中含有「毒性」的描寫，才導致社會的萎靡不振、衰頹，所以「兒女情多，風雲氣少，

                                                       
27

 同註 13，頁 172。 
28

 同註 5，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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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者為傷風拜俗之情，毒遍社會」
29
皆源自小說的「毒害」，唯有改革小說，創新小說，才

能改良群治。事實上，這裡出現了雙重的弔詭：小說既然能影響、支配人心，它既能改造人

心為善，也能改造人心為惡，本是一體兩面的事，並無關乎時代的問題。換言之，古典小說

並不必然是造成社會敗壞之本源，小說家也並不是沒有所「寄託」，不過，這種「寄託」並

不全然地要與「文學救國」或泛道德化意識劃與等號，而是能表達內心最深處的心理活動，

即文學本質中的個體自覺或個人情感的流露等內在生活描繪。 

另一方面，相對地讀者本身的看法及鑑賞角度，也是一個重要的「詮釋」問題。梁氏並

沒有注意到這點，但俠人卻注意到了，他說： 

      非有甚深微妙之哲學，未有能道其隻字者也。然是固可為道德學咎乎？曰：不可。……
而世之人，顧群然曰：「淫書、淫書。」嗚呼！戴綠眼鏡者，所見物一切皆綠，戴黃

眼鏡者，所見物一切皆黃；一切物果綠乎哉？果黃乎哉？《紅樓夢》非淫書，讀者適

自成其為淫人而已。
30

 

俠人針對《紅樓夢》一書有感而發，他肯定曹雪芹對人性的如實描繪，也肯定了曹氏對

「風月情濃」本然情性的表達，如果道德學者會用有色的眼光來看《紅樓夢》，那也是自己

原有深植於內心的道德意識所使然。基本上，俠人能就讀者反應方面，提出不同的人看同一

篇小說，看法也許是不同的，既然要用小說的感染力來改良群眾，小說家的創作意識固然重

要，但讀者的心態及背景也是影響「詮釋」的另一重要關鍵。 

    因此，無論如何說明「小說」是作為「救國化民」的工具理論，小說家最終面對的還是

得接獲不同的讀者反應。時至 1915 年的〈告小說家〉一文中，梁氏的想法還是不脫當年的

小說評論，謂：「十年前之舊社會，大半由舊小說之勢力所鑄成也。…...然今後社會之命脈，

操於小說家之手泰半，抑章章明甚也。
31
」小說家才是真正能操控社會人心的良窳最重要之

人，梁氏也不忘批評當時創作者所產生的流弊，如「尖酸輕薄毫無取義之遊戲文」、煽動舉

國青年作奸犯科之「偵探小說」，及思想污賤齷齪的「豔情小說」等小說類型。觀梁氏的改

良小說，還是不外以提出以小說來治國及改造民心的理想為基準點，是為了適應中國當前政

治社會改革的需要及中國傳統「以文治國」的文化基礎
32
。 

此外，吳趼人於《月月小說》序一文中，也針對梁氏提倡小說與群治關係所產生的弊端，

表達了他的想法： 

吾感夫飲冰子《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之說出，提倡改良小說，不數年而吾國之新著

新譯之小說，幾於汗萬牛、充萬棟，猶復日出不已而未有窮期也。求其所以然之故，

                                                       
29

 同註 5，頁 18。 
30

 同註 5，頁 327。 
31

 同註 5，錄自梁啟超著，〈告小說家〉，頁 20。 
32

 「文以載道」是中國古代傳統的文學主流，「文」的作用主要只在於它的感染力，在於它的傳道能力，甚而與儒家重視內聖

/個體道德修養和外王/有助政治教化功能，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所以，「文以載道」，其「文」地位是高的，但那卻是附屬

於「道」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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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隨聲附和故。…今夫汗萬牛充萬棟之新著新譯之小說，其能體關繫群治之意

者，吾不敢謂必無；然而怪誕支離之著作，詰屈聱牙之譯本，吾蓋數見不鮮矣！凡

如是者，他人讀之，不知謂之何，以吾觀之，殊未足以動吾之感情也。於所謂群治

之關繫，杳乎其不相涉也。
33

  

事實上，梁啟超等人的改良小說雖能喚醒許多有志之士的迴響，但也許並不是所有的創

作者都能深刻的瞭解到「小說」為什麼在當時如此重要？以及如何呈現出「小說」可以改良

群治的重要性？也因為小說家不能完全的掌握當時讀者的反應狀態，讀者有的是知識份子，

也有一般的凡夫俗子，因此，延續傳統「雅」與「俗」的爭論，到底是要使用「文言」來寫

小說，抑是運用「白話」寫小說，這次所突顯的時代背景，則呈現出一場救國「工具」之爭。

當然，以「白話」來寫小說是當時提倡者的理想，畢竟它的傳播方式絕對是比「文言」小說

來得廣泛的，可惜的是創作者往往還是落在這群傳統的「士大夫」中，他們一方面提出新的

想法，一方面也嘗試「新小說」類型及題材的創作，他們試圖文、白、方言、土語夾雜，然

而事實又證明，對於一群接受舊制教育的知識份子而言，運用「文言」的寫作方式遠比「白

話」創作來得如魚得水。梁啟超早期於 1898 年發表的〈譯印政治小說序〉中，也是主張以

白話書寫小說
34
，但之後於 1902 年的〈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一篇中，就偏於「文

言、俗語參用；其俗語之中，官話與粵語參用；」
35
因為連提倡者都還在摸索、實驗「新小

說」的階段，還有為了因應稿酬制度職業作家的興起
36
，因此，文壇上產生了「隨聲附和」

的弊病，到處的循環復誦，口號也只是成了某種意義性的「口頭禪」而已。許多作家趕搭小

說就是改良群治之良藥之順風車，也紛紛有如雨後春筍般的發表類似題材的文章，但真正能

感動人心的、足以改善世局的作品並不多。像黃遵憲就針對梁啟超作為純粹救國工具的政治

小說──〈新中國未來記〉提出了不同的評論，他說： 

《新中國未來記》表明政見與我同者十之六七，他日再細評之，與公往覆。此卷所短

者，小說中之神采(必以透切為佳)，之趣味(必以曲折為佳)，俟陸續見書乃能言之，刻

未能妄測也。僕意小說所以難作者，非舉今日社會中所有情態一一飽嚐爛熟出於紙

上，而又將方言諺語一一驅遣，無不如意，未足以稱絕妙之文。
37

 

                                                       
33

 同註 5，阿英編，《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一版)，署名失名，頁 152- 3。又收錄於同註 12，陳平原、夏曉虹編，

《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1897~1916 年)第一卷，作者標誌吳趼人，頁 169-170。並在網路搜尋其文章中，亦多見著其作

者為吳趼人，如楊紅旗著，〈梁啟超小說界革命與現代文學理論〉，出自《貴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 年第 2 期，

筆者遂從作者為吳趼人。但兩篇所錄之原文又多有出入，如《研究卷》中的「詰屈聱牙之譯本」一句，《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

論資料》卻寫為「詰曲聱牙之譯本」，今據阿英的《研究卷》。原載《月月小說》第一卷第一期(1906 年)。 
34

 同註13，「在昔歐洲各國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經歷遺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于小說，

于是彼中綴學之子，黌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士儈、而農氓、而工匠、……靡不手之口之。」頁 172。 
35

 同註 12，頁 41。 
36

 按︰「『新小說』家創作小說，可能為了高尚的政治，也可能為了並不怎麼高尚的金錢。……科舉路絕(1906 年起停開科舉)，
小說又有利可圖，這就難怪讀書人要蜂擁到這塊寶地上『淘金』。」見陳平原著，《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台北︰久大

文化，1990 年 5 月，頁 156-7。 
37

 同註 12，黃遵憲著，署名布袋和尚，〈致飲冰主人手札(節錄)〉，頁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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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氏的開始注意到小說創作的文字語言運用與體制結構技巧，似乎也隱約透露小說的型

式並不只是真實明白的如繪描述而已，也不是簡單的口語方言就足以構成小說的良好創作要

件，而是要有透徹切實的言語，也就是能把今日社會方言用語，栩栩如生的嵌入小說內容中，

並能營造出引人曲折入勝的趣味，才能真正的吸引讀者的目光，才是一篇絕妙好文。 

不管是小說的功能，抑是形式、創作理念、讀者的觀感等等，我們都可以很顯著地發現

「新小說」的文體漸漸地被中國的知識份子所接受，在理論不斷對話與修正的同時，也見其

實踐創作「新小說」的軌跡。此外，從文學史的觀點來看，小說地位慢慢地從文學邊緣移向

中心，雖然梁啟超在提倡新小說的當下，一方面也輕視了傳統的古典小說，這似乎是傳統與

現代思維在拔河中的必然彼消我長的公式，但不可避免的是古典小說本就有其存在的價值，

「過去是連接未來、推動創新的，『開來』是來自『繼往』的」
38
，許多人並不破壞傳統，

反而從傳統中汲取養份，重新出發。 
我們可以試看夏曾佑、王鍾麒等人就中國小說發展源流概況描述，我們先看夏曾佑曾說： 

小說始見於〈漢書‧藝文志〉。書雖散佚，以魏、晉間小說例之，想亦收拾遺文，

隱喻託諷，不指一人一事言之，皆子史之支流也。……章回始見於《宣和遺事》，

由《宣和遺事》而衍出者為《水滸傳》；由《水滸傳》而衍出者為《金瓶梅》，由

《金瓶梅》而衍出者為《石頭記》，於是六藝附庸，蔚為大國，小說遂為國文之一

大支矣。
39

  

王鍾麒也曾說： 

……蓋小說者，所以濟《詩》與《春秋》之窮者也。薦紳先生，視小說若洪水猛獸，

屏子弟不使觀。……吾以為欲振興吾國小說，不可不先知吾國小說之歷史。自黃帝

藏書小酉之山，是為小說之起點。此後數千年，作者代興，其體亦屢變。晰而言之，

則記事之體盛於唐。記事體者，為史家之支流，其源出於《穆天子傳》、《漢武帝

內傳》、《張皇后外傳》等書，至唐而後大盛。……
40

  

其實他們對「小說」這一詞彙，不純就小說這一文體而言，而是指廣義的故事，舉凡章

回小說、院本、傳奇、彈詞，或是記事、雜記、戲劇等，皆可稱為小說。夏、王兩人對廣義

的「小說」不同類別提供了文學史料的參考，尤其是對各式各樣的「小說」型式溯源與粗略

分辨其不同的體制及藝術特徵，是具有肯定性的開創性意義。但需注意的是小說在過去一直

是附屬於史學的範疇，在嚴復、夏曾佑所合撰的〈《國聞報》附印說部緣起〉一文中也謂：

                                                       
38

 這裏可以釐清一些觀念，傳統是否與創新有必然的衝突性存在？如果每一種改革都必須要重重的砸碎、徹底的破壞它，造

成改革的困難可能比有所選擇性的保留還大。「承受傳統就是將每人接連於實在的根源，因此傳統也無法以固定的格式來表

達。傳統的每一個面相引導我們進入新的『實在』，每回皆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範例引領我們。『踢開過去』就是踢開接連的

既定形式，『承受傳統』就是新穎地展示我們目前的實況與過去的連接。」上述引言是引自吳光明著，《歷史與思考》，台北：

聯經出版社，民 81 年 11 月(二刷)，頁 29。 
39

 同註 5，夏曾佑著，署名別士，〈小說原理〉，頁 26。原載《繡像小說》第三期。 
40

 同註 5，王鍾麒著，署名天僇生，〈中國歷代小說史論〉，頁 34。原載《新小說》第二卷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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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之紀人事者，謂之『史』；書之紀人事而不必果有此事者，謂之『稗史』。此二者，並

紀事之書，而難言之理則隱寓焉。」
41
既然「正史」與「稗史」皆有隱寓的道理深藏於中，

「稗史」─即「小說」的重要性也就不容忽視，且就傳播的方式來說，小說比正史傳播久遠
42
，

且小說又具有與經史同樣承載的「微言大意」
43
，能改良群眾之心，小說的地位也就不可同

日而語了。  

另一方面，王鍾麒也對傳統小說家的創作動機提出三點不同的看法，其中在「二曰痛社

會之混濁」的第二點中，對於現世社會的污穢、貪婪，作家不免也是有著傳統文人抒憤而作、

不吐不快的創作動機。清末的譴責小說，大致屬於這一類型，是對舊社會積習已久的陋習提

出批判、諷刺。但這段有一思想值得重視，王氏以為「如《金瓶梅》之寫淫，《紅樓夢》之

寫侈，《儒林外史》、《檮杌閒評》之寫卑劣；讀諸書者，或且訾古人以淫治輕薄導世，不

知其人作此書時，皆深極哀痛，血透紙背而成者也。其源出於太史公諸傳。」
44
而史學本是

中國學術的正統之一，把小說家的創作動機追溯到與史家──司馬遷等同，是有所寄寓的作

品，間接地也反駁了梁啟超把古典小說視為盜、淫，不堪入目的低下俗品，重新正視了小說

在中國文學中應有的價值與地位。換言之，王鍾麒的小說史論，為新小說提供了一個繼承傳

統的正當性位置，且把小說提高到與正史等同的觀點，使「小說」能堂而皇之的登上文學的

上乘之作，成為改造一國靈魂之利器。而吳趼人在其《歷史小說總序》中也謂︰「蓋小說家

言，興味濃厚，易於引人入勝也。……昨日讀正史而不得入者，今日讀小說而如身親其境。

小說附正史以馳乎？正史藉小說為先導乎？
45
」在傳統中國的正史之外，總是會有著許多的

「演義」故事不斷地透過小說來呈現，正史是紀錄事件，小說卻是虛構故事，但就傳播的角

度看來，小說的確較能廣為群眾所接受與吸引讀者，而就歷史小說而言，它會比一般正史來

得流傳久遠，吳趼人在此抓住了人心的趨向，把中國古典小說的最暢銷類型──「歷史小說」

作一番編輯的功夫，順便再次提倡「歷史小說」之功能，並藉以賦予改良社會之心的使命
46
。 

僅管梁啟超的小說理論有許多的不嚴謹或只是宣揚性質的文論，但透過新式的報章刊載

工具，得以讓不同的思維互相的激盪與補足，「小說」此一文體也得以在多數傳統士大夫們

心中，一改過去「小道」、「稗官」的地位，重新被提出來討論。雖說最後總是聚焦「文學

救國」為當務之急，但是怎麼寫才能抓住讀者的心？顯然也成為深入探討小說本質的一個正

面的導引。這不啻是小說轉型的好時機，小說能改良群治的影響力至今還是頗為深遠，且蔚

為近、現代中國小說史上的主流支派。 

                                                       
41

 同註 5，頁 10。原載天津《國聞報》(1987)。  
42

 同註 5，「書之言實事者不易傳；而書之言虛事者易傳。」頁 12。 
43

 同註 5，「夫說部之興，其入人之深、行世之遠，幾幾出於經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風俗，遂不免為說部所持。」頁 12。 
44

 同註 5，王鍾麒著，〈中國歷代小說史論〉，頁 36。原載《新小說》第二卷第五期(1907 年)。 
45

 同註 5，吳趼人著，〈歷史小說總序〉，頁 183。原載《月月小說》第一年第一期。  
46

 同註 5，「小說雖一家言，要其門類頗複雜，余亦不能枚舉，……無已，則寓教育於閒談，使讀者於消閒遣興之中，仍可獲

益於消遣之際，如是者其為歷史小說乎？」吳趼人著，《兩晉演義》序，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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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小說界革命」無疑是中國小說史上的一次重要轉捩點。以梁啟超為主，及嚴復、夏曾

佑、黃摩西、吳趼人等人一同參與小說的批評與理論提出，多方面向的對話所造成「小說」

此一文學型式的轉變。我們也可以簡單的歸納出「新小說」的特色︰一、從創作者的角度而

言，因小說具有救國、改良群治的功能，所以「新民」是小說家必須擔負的重要職責；二、

從讀者角度來看，小說具有不可思議之感人力量，梁啟超的「四力」說，已具有較為完整闡

釋理論性小說美學的架構；三、從中國文學史的角度來看，小說因與史家的「寓褒貶」、「揭

醜態」的立場等同，也藉此提昇到與史學同等的地位；四、就傳播學角度來看，小說因為是

說故事，比之六經、史書或任一敘事文體，更為一般民眾所接受與喜愛，也廣為流傳；五、

就實際運用於小說的語言而言，文白語言交雜，但多數提倡者還是希望以白話書寫之，雖理

論與實際創作有著一段距離，但卻是「五四」白話文運動的前軀。 
另一方面，陳平原先生也將中國小說敘述模式的轉變，劃分成基於兩種移位的合力，他

說：「第一，西洋小說輸入，中國小說受其影響而產生變化；第二，中國文學結構中小說由

邊緣向中心移動，在移動過程中吸取整個中國文學的養分因而發生變化。」
47
這樣的說法頗

為觀察入微，陳氏對於西方小說的傳入及譯介的影響，甚而挑起了中國小說在挑戰與應戰中

不斷改革的動力有著鮮明的論述，至於中國小說藉著內在傳統而自身改革之途徑，他也深入

探討。此外，傳統小說在經歷殘叢小語、筆記型態、說書方式等等之後，及面對千篇一律的

第三人稱/旁觀敘述者，必然會力求突破，但畢竟在新思想、文化的啟蒙中，梁啟超及其同時

代的人，只是學到小說外在的形式、內容及其理論架構，關於個人的自覺與對自我的突破，

還有待之後的五四作家來落實與呈現。  

而梁啟超的「以文救國」，基本上承襲龔自珍、魏源等人「經世致用」的實用功能取向，

在這裡，實用即是一種「教育革新」，是一種教人如何做、以及做了此事就有什麼效果的教

化式理論或主張
48
。我們姑且不論「小說」在這樣偏執的改革理論中被怎麼運用為教化的「工

具」，一種以偏向學習西方小說為一國民之靈魂與小說治國的幻影，當時以「小說」型式成

為對政治改革的重要依附，是源於對國家救亡的迫切須要，已是不爭的事實。但另一方面，

也因為這般的強大刺激，更促進中國小說在不斷反省自我與接受西方文化的過程中，有了不

同的創新與發展，梁氏的「以文救國」，直接影響了五四派分為「為人生而藝術」的作家，

                                                       
47

 同註 36，頁 9。 
48

 按梁啟超於早期的發表論述中，我們得以從《變法通議》中窺見其教育及改造民心的理想，如〈《蒙學報》、《演議報》合

敘〉(1897 年)一文中，謂「西國教科之書最盛，而出以游戲小說者尤夥。故日本之變法，賴俚歌與小說之力。……故教小學教

愚民，實為今日救中國第一義。啟超既與同志設《時務報》，哀號疾呼，以冀天下之一悟。」(見《梁啟超全集》第一卷，頁

131。)事實上，其「兒童教育是啟蒙思想，婦女教育是重視人權。」(見張朋園著，《梁啟超與清季革命》，中央研究院近史所，

民國 71 年 6 月(三版)，頁 53。)而陳平原也說︰「梁啟超以廢科舉開學校育人才為政治上的『變法之本』；其實，這何嘗不是

文藝上的『變法之本』。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新教育』，就沒有中國現代小說，也沒有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可見

梁氏思想於晚清的地位及重要性。見氏著，同註 36，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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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關注政治國家到為個人情感意志所描繪的人生，中國現代的小說理論已愈益成熟，且更貼

近文學的本質，更重要的是繼承了長久以來中國文學一直獨占鰲頭的現實主義傳統；再者，

也因應著傳統的說書人不再，到每日都要接受稿約的職業作家之中，中國小說的敘事模式已

從單純的第三人稱轉向多元的角度，寫作情節也不再採用長篇的章回體形式；最後，由於越

來越多的翻譯小說輸入及知識份子留學國外，帶來了嶄新的思維與文化，小說中夾雜心理

學、政治學、社會學等思想運用的作家也不少，為小說的內容及寫作技巧注入了新血液。 

因此套用王德威的一句話：「沒有晚清，何來五四？」
49
不管後人評論「小說界革命」

的失敗與否？小說是否在此已經獨立成一純文學類型？並不重要，其實踐的意義即呈現出它

曾經是一個點，一個過渡，包含小說理論中敘述結構、內容體制、人物角色等的轉變，是從

傳統邁向現代一項重大的啟蒙運動。 
 

                                                       
49

 此句子是來自王德威著的《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中的導論，見氏著，台北；麥田出版社，2003 年 8 月(一版)，
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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